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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 2000—2013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 选取中国—东盟自

贸协定 (CAFTA) 作为准自然实验, 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 研究了 FTA 战

略影响中国企业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传导路径。 实证结果表明, FTA 战略总体

上延长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向价值链长度, 对其价值链重塑具有促进作用, 且通过

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 FTA 战略主要推动了中国制造业

企业本土中间品部门对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要素的使用, 在价值链重塑传导作用下,
企业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上升, 而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下降; 同时, 价值

链重塑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 从而实现 “人机和谐”。
并非所有企业工序智能化都会受到 FTA 战略的影响,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贸易

企业在对高贸易壁垒伙伴国出口贸易的过程中, 更加关注中间品的自主创新从而避

免遭遇 “卡脖子” 风险, 其通过价值链重塑对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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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智能制造因具备高技术、 高附加值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变价值链

参与方式时重点关注的领域。 中国价值链重塑的重点在于推动制造业增值的 “本

土化”, 即中国制造业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正在显著提高, 价值链向上游延

伸, 呈现出中间品由进口向国内供应转变的本土增值能力增强的特征 (盛斌等,
2020) [1] 。 为破除价值链 “低端锁定” , 制造业企业不应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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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和组装环节所创造的有限附加值, 还应通过工序智能化转型来谋求更为合

理的利益分配。 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成效往往取决于本国能否与全球贸易伙伴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这使得中国推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迄今为

止, 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的数量达 19 个,
涉及 26 个国家 (地区) , 贸易额占比高达 35%①。 那么, 自贸区是否促进了中国

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 其价值链重塑是否向工序智能化方向转型? 回答这些问

题不仅有助于厘清价值链重塑视角下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智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机制, 还能为中国构建内外互促的开放经济新体制提供有益的经验证据

和政策启示。
立足于国际生产分割现实, 制造业工序智能化在提高企业工艺创新水平与流程

生产效率之外, 还会增强企业对进口中间品的吸收与转化能力, 成为各国价值链重

塑争相发展的新方向 ( Delera
 

et
 

al. , 2022) [2] 。 中国制造业企业作为全球价值链

(GVC) 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其价值链重塑阶段的工序智能化现象受到了学界

的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并延展至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设计研发、 制造

和销售等国际分工环节, 使得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开放经济条

件下, 自贸区合作框架能够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商品、 要素自由流动, 承载

着价值链重塑的重要功能, 将会对制造业企业的贸易方式和生产模式产生深远影

响, 这便使基于价值链重塑探讨自贸区对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的影响成为可

能。 鉴于此, 本研究将弥补现有研究中关于 FTA 战略的价值链重塑及其工序智能

化效应的空缺,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本文将自贸区与企业工序智能化置于统

一的研究框架内, 在价值链重塑视角下探讨了自贸区对企业工序智能化的影响问

题。 相比现有的采用行业、 国别等宏观数据研究自贸区对母国整体贸易利益分配的

影响效应 (Breuss, 2022) [3] , 本文的研究更有益于从微观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制造

业企业参与 GVC 方式的演化, 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工序智能化驱动因素的研究

边界。 (2) 本文除探讨自贸区对企业价值链重塑及其工序智能化的影响之外, 还

从机制层面分析了自贸区通过价值链重塑对制造业企业人机关系的影响, 将研究深

度从 “是什么” 推进到 “为什么” 的层面, 为中国企业借助于区域贸易自由化实

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与智能要素的有机融合指引了方向。 (3) 本文综合利用

《中国海关数据库》 (简称海关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简称工企库)、 IFR
数据库识别行业—企业层面的工序智能化水平, 对传统行业层面工业智能化水平的

指标进行了测度改进, 并配合海关库识别的企业 GVC 分工地位指标与工企库提供

的基础性指标, 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本研究的微观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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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早期关税同盟理论和自贸区理论关注了成员间关税等歧视性条款与关税以外的

非歧视性条款所引起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 Viner, 1950[4] ; Robson,
1980[5]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FTA 条款数量和复杂度不断提升, 新的贸易、 投

资形式不断涌现, 学界开始探索自由贸易区的价值链贸易和投资效应新范式

(Lawrence, 1996) [6] 。 已有部分实证研究表明, FTA 提高了中间品生产的契约保障

率, 加强了贸易伙伴之间的中间品贸易, 对成员的 GVC 分工地位产生了正向影响

(Osnago
 

et
 

al. , 2015) [7] 。 事实上, FTA 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国与区域贸易伙伴之

间的互惠贸易, 这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价值链重塑以及工序智能化具有重要作

用。 得益于自贸区关税减让、 通关便捷化与审批程序简化等政策举措, 中国智能制

造产品对贸易伙伴出口规模得以快速增长, 为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和适应不同偏好

的海外消费者需求, 制造企业会更倾向于延长前向价值链长度和增强创新能力, 采

用工业机器人来提升中间品工艺创新水平和流程生产效率, 以创造更高附加值。 基

于自贸区框架下的区域生产网络, 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更加轻易地 “俘获” 工业

机器人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等方面知识 (Cox
 

and
 

Harris, 1985) [8] , 通过 “学习效

应” 对工业机器人相关智能技术进行吸收和转化, 以从事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
自贸区还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利用贸易伙伴的市场、 要素禀赋等区位优势来实现

纵向一体化 (Liu
 

et
 

al. , 2019) [9] , 通过淘汰边际业务部门和对外转移非自动化工

序, 促使本国企业增加工业机器人的密集使用以促进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自动化生

产, 从而实现由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模式向高附加值的智能制造模式的 “腾笼换

鸟”。 在企业价值链重塑中, 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的侧重点也会随之变化。 伴随制

造业企业参与 GVC 分工的前向度上升, 企业对中间品的需求将由进口为主向本土

供应为主转变, 从而激励其集中增加在本土中间品研发、 生产等环节的工业机器人

的使用, 进而减少对中间品进口加工环节的智能要素投入, 使得企业总体呈现国内

工序智能化水平上升、 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下降的同步状态。 据此, 本文提出理论

假说如下。
H1a: FTA 战略构成了企业价值链重塑的推动力。
H1b: FTA 战略通过价值链重塑将推动企业优先向国内工序智能化方向转型。
自贸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了生产分割, 尤其在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紧密经济联系

下, 生产的国别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有利于区域内要素市场的匹配与整合, 将会提

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并实现价值链重塑。 价值链重塑会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化转型过程

中的人机关系呢? 对此有必要结合
 

GVC 不同环节人与工业机器人的组合特性进行

理解。 学界围绕人机关系进行了激烈争论, 目前主要形成了 “替代论” 和 “互补

论”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其中, 替代论观点认为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将

会加剧人与工业机器人之间的 “竞赛”, 造成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7) [10] 。 然而, 互补论观点则认为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

化转型会产生岗位更迭, 创造出一部分涵盖不同技能水平且难以被替代的工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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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从而发挥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的补偿效应 (Bughin, 2018) [11] 。 随着中国所处

GVC 分工位置由生产端工序主导向创新端工序主导的攀升, 将会令制造业企业在

生产部门中增加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规模来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 这当中工业

机器人发挥了替代效应; 价值链重塑还会增加制造业企业对高素质研发管理人才的

需求且侧重于中间品生产的创新活动, 企业通过人力资本与工业机器人等智能技术

的适配能有效地整合任务模块, 并对研发任务进度进行实时监测从而避免失序所引

起的非效率, 这当中工业机器人发挥了补偿效应。 在生产部门替代效应和研发部门

补偿效应的综合作用下, 企业智能化转型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与工业机器人的比较

优势, 形成人机和谐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据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如下。
H2: FTA 战略通过价值链重塑有利于形成人机和谐关系。

二、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CAFTA 的实施为本文评估 FTA 战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准自然实验。 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时, 主要考虑企业出

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和进口增加值, 因此本文将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作为

研究样本。 由于单个企业出口目的地存在多元性, 即某家企业在特定年份可能会对

多个国家 (地区) 进行进出口贸易, 据此难以精准地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 借鉴

Defever 等 (2020) [12] 的研究, 首先, 根据海关库严格筛选中国企业的贸易对象,
将样本划分为东盟国家组和非东盟国家组, 若企业出口对象中包含任一东盟成员

国, 则该企业归属于东盟国家组, 反之, 则归属于非东盟国家组; 其次, 将中国企

业对东道国进行的出口贸易份额作为判定依据, 只有当企业与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

份额均大于全部企业的出口贸易份额的中位数时, 才将其视为主要与东盟国家进行

贸易的中国企业, 即处理组; 最后, 为确保自贸区不对控制组产生交互影响, 将未

与东盟国家进行出口贸易的中国企业视作控制组 (康妮等, 2018) [13] 。 基于上述设

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方法检验 CAFTA 自贸区

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 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DVAR it =β0 +β1CAFTAi ×Postt +X ijtγ +μi +vj +ψt +εijt (1)

其中, 下标 i 、 j 、 t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 DVAR i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制

造业企业 GVC 分工地位。 Kee 和 Tang (2016) [14] 使用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之比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DVAR) 衡量企业 GVC 分工地位。 该方法利用工企

库与海关库的匹配数据, 对贸易代理商、 中间投入品的间接进口、 资本品进口等问

题分别加以区别对待, 在测算企业 GVC 分工地位的准确性上较佳。 不失一般性,
本文将从产品层面对制造业企业 GVC 分工地位进行测算, 如下:

DVAR it =
DVAit

X it

= 1 -
Mit -δKit +δFit

PYit
(2)

其中, DVAit 为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即用于出口商品生产的国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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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 X it 和 Mit 分别表示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δKit 表示制造业企业的资本

设备, δFit 表示制造业企业国内中间商品投入成本中的国外部分, 鉴于企业层面的

δKit、 δFit 数据是无法直接获得的, 本文根据 BEC 编码识别进口中间资本品的目录,
再进行适当调整得到制造业企业资本设备 δKit , 根据 KWWs 理论框架的增加值方法

测算的制造行业层面进口商品国内增加值数值近似代替 δFit ; PYit 表示制造业企业的

总收入。 DVAR it 为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率, 该指标取值越接近于 1, 制造业企业

GVC 分工地位越高。
CAFTAi 为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事件虚拟变量, 若企业主要出口对象为东盟

国家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Postt 为时间虚拟变量, 用以识别企业所处阶段。
鉴于 2005 年 CAFTA 的降税进程正式实施, 这标志着 CAFTA 全面拉开帷幕, 故将

2005 年作为 CAFTA 政策效应识别的起始年份, 若年份 t 在 2005 年及之后, Postt 取
值为 1, 在 2005 年之前则取值为 0。 设立交互项 CAFTAi ×Postt 来识别自贸区对制

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 根据理论预期, 估计系数 β1 > 0 表明 CAFTA 对中国

制造业企业存在正向的价值链重塑效应。
X ijt 是影响企业 GVC 分工地位的控制变量合集, 主要包括: (1) 企业规模

(lnSize) , 使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自然对数表示; (2) 企业年龄 ( lnAge) , 使

用统计年份与开业年份之差加 1 取自然对数表示; (3) 资本密集度 ( lnKl) , 使用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与员工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表示; ( 4) 融资约束

(Debt) , 使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表示; (5) 利润水平 (Profit) , 使用

企业营业利润与销售产值之比表示; (6) 产权性质 (Soe) , 使用虚拟变量表示,
其中国有企业取值为 1, 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0; (7) 行业集聚水平 (Hhi) , 使用

Herfindahl-Hirschman
 

指数表示。 μi 、 vj 、 ψt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0—2013 年海关库、 工企库、 IFR 数据库等匹配的企业

层面非平衡面板数据, 共包含 16
 

773 家出口导向型企业 90
 

443 个观测值①。 其中,
处理组企业数量为 345 家, 样本观测值达 2

 

572 个。 企业基础性指标来自工企库,
按 HS 编码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海关库, 后文采用的行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数据来

自 IFR 数据库, 行业层面的其他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鉴于人工智

能主要应用于制造业领域, 本文主要利用制造业行业种类 (二位数行业代码) 机

器人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工企库中的行业分类与 IFR 行业分类并不一致, 本文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02) 》 将中国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统

一到 2002 年标准, 再将其与
 

IFR
 

的制造行业代码进行匹配②。 为确保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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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未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未报告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02) 》 与 IFR 的制造行业代码对照表, 可登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本文剔除了工企库中的异常样本点, 并根据企业名称、 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七位

对数据进行了交叉匹配 (聂飞, 2023) [15] 。 另外, 鉴于 2005 年之前退出市场的企

业和 2005 年之后进入市场的企业并不适合本文 DID 评估要求, 故在研究样本中将

其剔除, 剩余企业样本均跨越了 2005 年 CAFTA 政策生效的时间节点。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FTA 战略对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

本部分将重点考察 FTA 战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实际效应。 具体

来看, 根据基准模型的设定, 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 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第

(1) — (2) 列为依次加入了企业—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的

回归结果。 交互项 CAFTA × Post 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 第

(4) — (5) 列在前述回归基础上加入了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交互

项 CAFTA × Post 的估计系数基本保持不变。 处理组企业的 GVC 分工地位可能存在

某种固有的变化趋势, 忽略处理组因变量的潜在趋势将产生遗漏变量偏误, 造成估

计结果不可信。 在表 1 的第 (3) 和第 (6) 列中均加入事件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

的交互项从而对处理组企业 GVC 分工地位自身可能的变化趋势予以控制。 在控制

处理组企业的时间趋势之后, 虽然交互项 CAFTA × Post 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 但

仍保持为正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 结果表明, FTA 战略的确带来了 “制度

红利”, 得益于自贸区关税减让、 通关便捷化与审批程序简化等政策举措, 中国制

造业企业在对自贸区贸易伙伴国进行出口贸易时, 能借助于较低的贸易成本、 频繁

的知识溢出和纵向一体化来推动创新导向的前向价值链长度延伸, 从而实现由低附

加值加工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智能制造业的 GVC 分工地位爬升, 证实了理论假

说 H1a。

表 1　 FTA战略对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CAFTA×Post
0. 0841∗∗∗ 0. 0456∗∗ 0. 0271∗∗ 0. 0634∗∗∗ 0. 0455∗∗ 0. 0244∗

(0. 0166) (0. 0188) (0. 0128) (0. 0167) (0. 0180) (0. 0124)

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处理组时间趋势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84
 

670 84
 

670 84
 

670 84
 

664 84
 

664 84
 

664

Adj-R2 0. 8316 0. 8337 0. 8337 0. 8332 0. 8339 0. 8339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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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ID 估计的有效性分析

1. 动态趋势检验

对 DID 模型进行估计的前提条件是, 在自贸区政策未实施之前, 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被解释变量变化趋势应是一致的, 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结合本文研究问

题, 需要对 CAFTA 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检验。
鉴于 CAFTA 政策始于 2005 年, 需要对 2005 年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GVC 分工地

位的动态趋势进行识别。 表 2 汇报了动态趋势检验结果。 在 CAFTA 政策未生效之

前,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近似为 0, 说明此时处理组企业和控制组企

业的 GVC 分工地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 CAFTA 政策生效当期及之后, 处理组企

业 GVC 分工地位相较于控制组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且显著性水平始终保

持高位。 因此, 动态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样本通过了 DID 估计所需的平行趋势

假设。

表 2　 动态趋势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稳健标准误 t 值 p 值

CAFTA×Yeark = -5 0. 0240 0. 0379 0. 63 0. 5320

CAFTA×Yeark = -4 0. 0238 0. 0287 0. 83 0. 4140

CAFTA×Yeark = -3 0. 0535 0. 0437 1. 22 0. 2100

CAFTA×Yeark = -2 0. 0371 0. 0250 1. 49 0. 1490

CAFTA×Yeark = -1 0. 0295 0. 0236 1. 25 0. 2210

CAFTA×Yeark = 0 0. 0330 0. 0246 1. 34 0. 1900

CAFTA×Yeark = 2 0. 0728∗∗∗ 0. 0196 3. 71 0. 0000

CAFTA×Yeark = 3 0. 0959∗∗∗ 0. 0228 4. 21 0. 0000

CAFTA×Yeark = 4 0. 1166∗∗∗ 0. 0212 5. 51 0. 0000

CAFTA×Yeark = 5 0. 0660∗∗ 0. 0249 2. 65 0. 0130

CAFTA×Yeark = 6 0. 1041∗∗∗ 0. 0236 4. 42 0. 0000

CAFTA×Yeark = 7 0. 0595∗∗ 0. 0221 2. 69 0. 0120

CAFTA×Yeark = 8 0. 0795∗∗∗ 0. 0242 3. 28 0. 0030

控制变量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N 84
 

664

Adj-R2 0. 7964

注: 下标 k 用来识别 CAFTA 政策实施前后的期数, 取值区间为 [ -5, 8]。 为规避回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剔除了事件发生后 1 年的观测值。 Yeark 为年份虚拟变量, 若在第 k 期 CAFTA 政策生效,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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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慰剂检验

为保证 DID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还需要 CAFTA 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

重塑的影响具有真实唯一性, 即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

行: (1) 虚构事件时间。 通过将某个事件发生时间提前并进行回归, 如果在虚构

事件时间下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说明被解释变量不会受到某些潜在的不可观测因素

或相似政策事件的影响。 考虑到样本数据结构, 本文将政策事件设定在 2005 年之

前的某个时期, 分别为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 虚构处理组企

业。 为考察事件是否会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产生系统性冲击,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来构造 “伪” 处理组企业, 当事件对真实处理组企业的影响显著而对 “伪” 处

理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时, 方可通过检验。 由安慰剂检验结果可知, 虚构事件时间

下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伪” 估计系数的 t 值集中分布在零值附近, 因此

可以排除其他潜在的不可观测因素或相似政策事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 GVC 分工地

位的影响①。
3. 样本选择性偏差

企业出口行为具有自发性和自选择性, 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方法寻找那些与主要对东盟国家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具有

相同特征, 但却未对东盟国家进行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作为 “反事实” 控制组,
以消除两组企业所面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资本密

集度、 融资约束、 利润水平、 产权性质和行业集聚水平等作为协变量, 分别采用匹

配比例为 1 ∶ 1、 1 ∶ 2、 1 ∶ 3、 1 ∶ 4 的最小邻近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 结果表

明, z 统计量拒绝了处理组均值为 0 的原假设, 且估计系数在不同匹配比例下均显

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 CAFTA 政策的实施确实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

业价值链重塑, 且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范围检验。 基于上述四类匹配比例

的最小邻近匹配方法所获得的缩减样本集估计可知, 交互项 CAFTA × Post 的估计

系数为正且保持显著, 说明 CAFTA 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影响不受

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干扰②。
(三)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给出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③:
1. 替换测度指标

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对数形式 lnDVA 作为 GVC 分工地位的替代指标; 同

时, 采用吕越等 (2015) [16] 的方法测算的价值链嵌入度 FVAR 来替换原有的 GVC

59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限于篇幅, 未报告安慰剂检验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未报告 PSM-DID 的检验结果, 主要包括样本匹配实验结果、 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范围检

验结果及基于匹配后样本的 DID 估计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分工地位指标①。
2. 两期 DID 估计

由于多时点数据的
 

DID
 

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能因数据年份之间的序列自相关

问题而被高估 ( Bertrand
 

et
 

al. , 2004) [17] , 因此, 本文将总体样本划分为 CAFTA
生效前和 CAFTA 生效后两个区间, 并在两个区间对所有变量取算术平均值, 并对

缩减形式的两期面板数据进行 DID 估计。
3. 平衡面板估计

在本文样本中, 处理组企业存在中途进入或退出两种特殊情况, 其中处理组企

业进入市场情况发生于 CAFTA 政策正式生效之前, 而处理组企业退出市场的情况

则发生于 CAFTA 政策正式生效之后。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将存在这两种特殊情

况的处理组企业剔除, 采用 CAFTA 政策生效前后持续存在的处理组企业作为考察

对象。 为配合处理组样本量的减少, 将控制组中部分年份存在缺失值的企业一并剔

除, 采用平衡面板进行估计。
4. 考虑金融危机事件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 加工制造业发展受阻使得中国加快了出口结构升级的

步伐, 这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将回归样本限制在

2008 年之前来控制这一冲击的影响。
(四) FTA 战略、 价值链重塑对企业工序智能化的影响

在证实 FTA 战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的促进作用之后, 企业参与国

际分工的工序是否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也有待检验。 本部分将重点考察 FTA 战略

通过价值链重塑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方式的影响结果是否与理论预期

相符。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②:
INTijt =β0 +β1CAFTAi ×Postt +β2DVAR it +X ijtγ +μi +vj +ψt +εijt (3)

其中, INTit 为衡量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的被解释变量, 分为国际工序智能化和

国内工序智能化两种方式, 参考韩亚峰等 (2022) [18] 的研究, 采用工序贸易水平

与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乘积予以衡量。 测算公式如下:

INTG ijt =ITT jt ×Robotijt = ∑
k

X jkt

∑
k
X jkt

×
IMkt

Ykt +IMkt -EXkt
( ) ×Robotij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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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考虑到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存在动态性, 本文还采用企业出口附加值的增长率 (DVA_ growthit) 和出口

附加值率的增长率 (DVAR_ growthit ) 及后文稳健性检验部分的企业价值链嵌入度的增长率 (FVAR_ growthit) 等

作为价值链重塑的替代指标带入基准模型中进行估计。 限于篇幅, 未报告 GVC 分工动态指标的回归结果, 可

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考虑到价值链重塑与企业工序智能化之间可能存在因果互置的内生性问题, 参照现有研究的一般处理

方式,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 (3) 式进行了验证。 在考虑内生性之后, FTA 战略对企业国内与国际工序智

能化的影响结果, 以及 GVC 分工地位对企业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和对国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抑制

作用均符合本文理论预期。 限于篇幅, 未报告内生性检验结果, 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INTDijt =DTT jt ×Robotijt = ∑
k

X jkt

∑
k
X jkt

× 1 -
IMkt

Ykt +IMkt -EXkt
( ) ×Robotijt (5)

其中, ITT jt 、 DTT jt 分别表示第 t 年行业 j 的国际和国内工序贸易水平。 国际工

序贸易水平表示企业总产出消耗中的进口中间品所占份额, 而国内工序贸易水平则

表示企业总产出消耗中的本土中间品所占份额, 国内工序贸易水平相较于国际工序

贸易水平越高, 说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中所处位置越靠近 GVC 上游。 X jkt 表示第 t

年行业 j 使用行业 k 的中间投入, ∑
k
X jkt 表示第 t 年行业 j 使用中间投入总量, IMkt 、

EXkt 分别表示第 t 年行业 k 的进口量和出口量, Ykt 表示第 t 年行业 k 的总产出①。
Robotijt 表示第 t 年行业 j 内企业 i 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行业—企业” 层面的工业

机器人渗透度指标参考王永钦和董雯 (2020) [19] 的研究, 利用 2000—2013 年 IFR
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分行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工企库提供的劳动力就业数据, 将

2000 年设定为基期, 公式设定如下:

Robotijt =
PWP ijt = 2000

ManuPWP t = 2000

×Density jt (6)

其中, PWP ijt = 2000 表示 2000 年行业 j 内企业 i 的员工人数在行业中的占比;
ManuPWP t = 2000 表示 2000 年制造业所有企业员工人数在行业中占比的中位数;
Density jt 表示第 t 年行业 j 的工业机器人密集度, 使用中国第 t 年行业 j 的工业机器

人存量和 2000 年行业 j 的就业人数的比值衡量。 表 3 中的第 (1) — (2) 列和第

(3) — (4) 列分别汇报了 FTA 战略、 价值链重塑对企业国际工序智能化和国内

工序智能化的影响结果。 结果表明, CAFTA 政策对国际工序智能化和国内工序智

能化的影响分别显著为负和正, 说明自贸区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中间品进口使

用工序上的工业机器人使用, 而增加了其在本土中间品部门的机器人使用, 从而推

动其优先向国内工序智能化方向转型。 从 GVC 分工地位的估计系数看, 企业价值

链重塑将会引起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下降与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上升, 说明企业参

与前向价值链长度的上升会增强本土中间品竞争力, 降低其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

度, 引起机器人等智能要素使用由侧重国际工序向侧重国内工序的转变, 证实了理

论假说 H1b。
(五) 对人机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FTA 战略通过价值链重塑是否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人机和谐程度呢? 有别于

现有研究对人机替代或互补关系的探讨, 本文研究更侧重于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理解

两者间的有机融合关系。 为此, 参考谢康等 (2012) [20] 的研究, 本文对人机和谐

程度指标进行了测算。 由于现实中可统计观察的融合结果是在摩擦成本冲击下经协

调成本调整后的结果, 测度人机融合水平就需要将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进行比较。
因此, 如何估计劳动力 (工业机器人) 系统发展所要求的工业机器人 (劳动力)
系统的理想发展水平成为测度融合水平的关键。 首先, 建立人机系统的非参数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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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业间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 2016 年版 WIOD 数据库。



前沿模型。 分别设定劳动力带动工业机器人融合和工业机器人带动劳动力融合的方

程如下:
R it =R′it +εit = f(E it, i, t) +εit (7)
E it =E′it +εit = f(R it, i, t) +εit (8)

其中, R it 、 E it 分别代表企业 i 在年份 t 工业机器人系统和劳动力系统的实际值。
R′it = f(E it, i, t) 表示企业劳动力系统发展所要求的工业机器人系统的理想发展水

平, 以刻画劳动力带动工业机器人的路径; E′it = f(R it, i, t) 表示企业工业机器人

系统发展所要求的劳动力系统的理想发展水平, 以刻画工业机器人带动劳动力的路

径。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非参数模型 (7) — (8) 的设定对人机系统融合形式不作任

何限制, 个体和时间效应不是以简单线性形式作用于融合过程,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符合人机协同分工的过程和动态特征。 其次, 本文采用 Henderson 等 (2008) [21] 提

出的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方法对上述非参数模型进行求解, 分别得到企业 i 于时间

t 的劳动力带动工业机器人的融合系数 IC1it 和工业机器人带动劳动力的融合系数

IC2it 。 最后, 根据王维国 (2000) [22] 协调系数判断方法, 将人机系统融合系数设

定为:

IC it =
min

 

{ IC1it, IC2it}
max{ IC1it, IC2it}

(9)

上式表达了人机和谐程度, 即劳动力带动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带动劳动力

两个单向系统融合之间的差距, 差距越小越接近 1。 本文进一步在 (3) 式中将 ICit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如表 3 中的第 (5) — (6) 列所示。 结果表明,
CAFTA 政策对制造业企业人机和谐程度的正向提升作用在 1%水平上显著成立; 同时

GVC 分工地位提升对企业人机和谐总体上也存在促进作用。 结合之前的研究结论可

知, FTA 战略通过价值链重塑推动了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 有利于发挥人与工业机器

人的比较优势, 形成人机和谐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证实了理论假说 H2。

表 3　 FTA战略影响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路径

解释变量
国际工序智能化 国内工序智能化 人机关系

(1) (2) (3) (4) (5) (6)

CAFTA×Post
-0. 0066∗∗ -0. 0076∗∗ 0. 0028∗∗ 0. 0031∗∗ 0. 0117∗ 0. 0090∗

(0. 0032) (0. 0036) (0. 0010) (0. 0015) (0. 0064) (0. 0047)

DVAR
-0. 0006∗ 0. 0006∗ 0. 0059∗

(0. 0003) (0. 0003) (0. 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90
 

438 84
 

664 90
 

438 84
 

664 90
 

438 84
 

664

Adj-R2 0. 7503 0. 7527 0. 3149 0. 3252 0. 5098 0.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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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检验

本文还从企业贸易方式、 行业密集度、 东道国贸易壁垒三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

检验①。
(一) 区分企业贸易方式

FTA 战略影响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路径对于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是同质的

吗? 为检验这一点, 本文根据是否存在加工贸易行为, 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加工贸易

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 再对 FTA 战略影响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路径进行分样

本估计。 结果表明, 自贸区政策实施对一般贸易企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为正但

不显著, 而对加工贸易企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 FTA 战略主要促

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链重塑。 价值链重塑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在

国内工序中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 减少了其在国际代工环节中的机器人使用量, 加

工贸易企业主要将工业机器人用于本土增值环节的中间品研发与智能制造工序。 此

外, 价值链重塑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人机和谐程度。
(二) 区分行业密集度

FTA 战略影响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路径在不同密集度行业企业中存在差异

吗? 在前述研究中, 本文认为 FTA 战略对工序智能化的异质性影响主要是由不同

类型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 但这是否是唯一原因? FTA 战略对

工序智能化的影响是否会反映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 为检验这一点, 本文按照马盈

盈和盛斌 (2018) [23] 的方法将样本分为两组: 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技术密集型企

业。 然后分别进行估计, 结果表明, 自贸区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

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价值链重塑, 而 GVC 分工地位提升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工序智

能化转型的影响相比非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 价值链重塑主要引起了技术密集

型企业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上升和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下降, 其对人机和谐程度的

正向影响显著存在。
(三) 区分东道国贸易壁垒

FTA 战略影响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路径是否与东道国的贸易壁垒有关

呢? 自贸区政策与制造业贸易壁垒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 GVC 分工放缓的主

要原因。 较高的贸易壁垒阻碍了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商品流动, 企业因获得进

口中间品受阻而被迫重新考量中间品的外包决策和分工模式, 转而从事中间品的

自主研发与生产, 延长前向价值链长度。 参考刘斌和赵晓斐 (2020) [24] 的量差

法测算各国制造业贸易壁垒, 根据企业出口对象, 将对各国的出口贸易占比作为

权重, 对先行测算的各国制造业贸易壁垒进行加权, 计算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

壁垒水平; 然后, 取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贸易壁垒和低贸易壁垒两组分别予以

估计。 结果表明, 自贸区政策对高贸易壁垒伙伴国出口的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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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显著, 价值链重塑主要提升了其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和人机和谐

程度。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将海关库、 工企库的企业微观数据与基于 IFR 数据库提供的工业机器

人数据进行匹配, 将 CAFTA 政策生效作为典型准自然试验, 采用 DID 识别策略实

证考察了 FTA 战略对中国企业参与 GVC 分工及工序智能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的研

究结论如下: (1) FTA 战略的推进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重塑, 形成由进

口中间品加工增值模式向本土中间品研发增值模式的转变。 (2) FTA 战略使得制

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转型遵循 GVC 分工地位演变的一般规律, 即中国企业会减少

对进口中间品工序的机器人使用而增加对本土中间品研发、 生产上的机器人使用,
国内和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将随之上升和下降。 (3) FTA 战略通过价值链重塑深

刻影响了制造业企业人机关系, 机器人在生产部门发挥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

应并在研发部门发挥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补偿效应, 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生产流程自

动化和自主创新效率, 从而形成人机和谐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从结构主义视角回

应了当前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带来负面冲击的过度担忧。 (4) FTA 战略对企业

价值链重塑、 工序智能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表现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贸

易企业在对高贸易壁垒伙伴出口贸易的过程中, 更加关注中间品的自主创新从而避

免遭遇 “卡脖子” 风险, 其中通过价值链重塑对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更为明显。
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发挥 FTA 战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附加值的国内工序

智能化的驱动作用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1) 中国应将 FTA 战略与国内实体经济发

展模式转型深度融合, 在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下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要素和市场,
及时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 推动制造业新模式、 企业新业态的形成, 从而促进

中国产业向 GVC 高端升级。 (2) 利用自贸区内商品、 要素自由流动的独特优势,
拓宽产品销售市场和技术来源, 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应用于技术密集型的加

工贸易企业中, 真正实现制造业企业 “降本增效” 。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愈演

愈烈的技术封锁, 需要企业转变高端中间品过度依赖国际工序的惯性思维, 注重

国内研发工序中的智能要素使用, 形成 GVC 上游产业环节中的比较优势, 从而

实现战略赶超。 (3) 借助 FTA 战略下的区域合作契机, 构建人机和谐的新型组

织管理模式。 自贸区强调区域国别 (地区) 间的专业化分工能力, 当前与中国

签署并生效的自贸区合作伙伴大多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可凭

借区域生产网络对外剥离非自动化环节, 发展更为先进的智能制造业, 更好地发

挥其强溢出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在价值链前向度不断延伸过程中, 顺势推

动机器人在全产业链应用; 要不断增强各环节工业机器人与人之间的任务分配适

配度, 推动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 加快形成协调、 共生的人机和谐关系, 推动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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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TA
 

Strategy,
 

GVC
 

Reshaping
 

and
 

Manufacturing
 

Firms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NIE
 

Fei　 HU
 

Hualu　 LI
 

Lei
Abstract:

 

Using
 

micro-level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ter
 

selects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CAFTA)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combin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to
 

study
  

global
 

value
 

chain
 

reshaping
 

transmission
 

paths
 

that
 

FTA
 

strategy
  

influence
 

Chinese
 

manufactur-
ing

 

firms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TA
 

strategy
 

gen-
erally

 

extends
 

the
 

forward
 

value
 

chain
 

length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promotes
 

GVC
 

reshaping.
 

The
 

baselin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nd
 

the
 

as-
sumptions

 

of
 

DID
 

estimation
 

are
 

satisfied.
 

The
 

FTA
 

strategy
 

mainly
 

promotes
 

the
 

adoption
 

of
 

intelligent
 

elements
 

such
 

as
 

industrial
 

robots
 

by
 

local
 

intermediate
 

department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Under
 

the
 

transmission
 

effect
 

of
 

GVC
 

reshaping,
 

the
 

level
 

of
 

domestic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of
 

firms
 

increases
 

whil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decreases.
 

Simultaneously,
 

GVC
 

reshaping
 

leads
 

to
 

a
 

comparative
 

advan-
tage

 

in
 

task
 

alloc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industrial
 

robots,
 

achieving
 

“human-machine
 

harmony”.
 

However,
 

not
 

all
 

firms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are
 

affected
 

by
 

the
 

FTA
 

strate-
gy,

 

the
 

processing
  

trade
 

firms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focus
 

more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intermediate
 

goods
 

to
 

avoid
 

the
 

risk
 

of
 

“bottleneck”
 

in
 

exports
 

with
 

partner
 

countries
 

of
 

high
 

trade
 

barriers.
 

In
 

such
 

cases,
 

the
 

promoting
 

role
 

of
 

GVC
 

reshap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is
 

more
 

evident.
Keywords: FTA

 

Strategy;
 

Global
 

Value
 

Chain;
  

Process
  

Intelligentization;
 

Human-
Machine

 

Harmony;
 

C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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